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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地方自治与中国近代警察制度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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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中国近代警察制度的创建与清末政治改革相伴。清末近代警察或为官绅合办,或为官

督绅办,或为其他地区绅商自发创办。由于是从地方上发起,且受到绅权政治的影响,故清末未能

形成统一的警察制度,仅只初步确立了地方警察组织体系;但是,这种地方的局部实践,却在一定程

度上,推进了中国近代警政的发展,且在客观上推动了地方政治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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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意义上的地方自治发端于英国,是西方近

代宪政运动的产物。随着民主宪政运动的推进,19
世纪中后期,欧陆诸多国家开始实施地方自治,取得

了显著的成效。地方自治传入中国,始于鸦片战争

前外国传教士对西方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的介

绍。1838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中国出版的《美
理哥合省国志略》中,阐述了美国的地方自治制度,
但在当时并未引起国人过多的重视。鸦片战争后,
为了挽救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使中国走上富强与

独立的道路,中国的有识之士提出,仿照西方国家的

民主政治改革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由此,地方政

治制度和地方自治问题为人所关注,并逐渐形成一

种社会政治思潮。1901年,晚清政府在严重的政治

危机下,启动了一系列制度改革———“新政”。其涉

及到新式政府机构的组建,以及军队、教育体系的现

代化等多个方面,重点放在宪政改革和实施地方自

治上。为加强基层建设,实现社会控制,清政府将地

方自治的兴起与发展作为努力的方向。为尽快将地

方自治制度付诸实践,黄遵宪等人提出以近代警察

制度为切入点,“警察一局……诚使官民合力,听民

之筹费,许民之襄办,则地方自治之规模,隐寓于其

中。而民智从此而开,民权亦从此而伸”[1](P1227)。因

此,作为推进地方自治的一个重要手段,警察制度与

地方自治紧密结合起来了。

  一、中国近代警察制度在地方的实践

  湖南是地方自治运动的先行者。1898年(光绪

二十四年)7月27日,湖南巡抚陈宝箴、湖南按察使

黄遵宪在湖南筹划了湖南保卫局。黄遵宪充分认识

到地方自治与警察制度的关系,将警察制度的设置

作为实行地方自治的一个手段,强调在实现地方自

治的过程中警察制度推行的重要意义,因而提出“官
绅合办”,邀请地方绅士参与其中。根据当时颁布的

保卫局章程,保卫局的议事程序和机构设置都有当

地绅士参与。湖南保卫局总办由司道大员担任,任
期两年,期满由议事绅商选举,报抚宪批准,保卫局

下分局的副局长亦由绅商担任。湖南保卫局“官绅

合办”的方式被认为是绅权扩张的一个体现,亦是一

次摈弃传统治安防控模式的有益尝试。虽然其存在

时间较短,但湖南保卫局的创办被人们认为是中国

近代警察制度的先声,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在中国最

早进行地方自治的实践,……为地方政治的革新做

出了有益的探索”[2](P65)。1900年,广东仿照湖南,
以易学清、郭乃心为首的有识士绅,成立了设立于华

林寺的“西关巡警总局”,负责西关一带的巡警等事

宜。虽然有学者批评“西关巡警总局”的士绅办警更

像是一种城市团防的做法,未摆脱传统的地方募勇

办团的窠臼,并不具备近代警察的内涵,但这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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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也表明了地方士绅借办警扩张绅权参与到政治

生活中的努力。

1901年7月30日,清政府决定创办巡警,发布

上谕,要求各省裁撤绿营,举办巡警。此后,各省陆

续举办警政,但各省之间的发展程度存在着严重的

不平衡,直隶、四川、东北三省,警政开展较早,较为

发达。其中,直隶率先在全省范围内开展警政建设,
这与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有着莫大关系。1901
年,袁世凯上任直隶伊始,就基于当时地方精英们关

注的经济改革、教育、警察等问题,与当地士绅合作,
启动了多项改革。此后,基于在保定、天津建警的经

验,袁世凯一直致力于将直隶的警政改革向乡村推

进。袁世凯给予当地县官和士绅以政治上和行政上

的支持,比如赵秉钧———袁世凯的亲信之一,天津巡

警的设计者和执行者,为直隶乡村巡警的创建制定

了《乡村警务章程》。按照这个章程,巡警人员的挑

选是由村长和士绅们承担,他们负责挑选出品格端

正的人担任巡警,同时,也由当地士绅担任巡警头

目。巡警经费则由村长和士绅筹集。根据章程的规

定,巡警要与当地士绅保持友好关系,积极与他们合

作,尊敬当地士绅。[3](P149~150)在袁世凯、赵秉钧“官
督绅办”建警理念指导下,直隶的巡警制度最终以半

自治的方式扩展开来。以直隶下属大名县为例,大
名县在当时只是地处南直隶的偏僻之处,地理位置

并不重要,但大名县在1904年就开始组建巡警队

伍,至1906年,该县已经拥有了13个分区,240名

巡警。与当时地处京汉铁路线上的磁州地区尚未开

展巡警制度建设相比,其警政建设成绩斐然。这与

当地士绅的积极支持有着莫大的关系。
清末地方警政的建设,除了“官绅合办”“官督绅

办”以外,还有绅商自发创办者,典型的如1904年8
月,在东北地区由洪东毅、郑俊卿、何九皋等人创立

的东三省保卫公所。庚子事变后,日本在东北不断

扩张其势力,懦弱的清政府在此的控制力几乎形同

虚设。为防止外国列强尤其是日本对该地区主权以

及人民财产安全的侵害,维护自身权益,当地的绅商

联合起来,倡办东三省保卫公所,提出“以本地人力、
财力办理本地民事,所有一切内政,原有十分自主之

权,同人当效其死力,合其团体,以保此权利为第一

要务”[2](P70)。东三省保卫公所下设五个机构,由武

备股主要执行相关警察职能,包括编制户口、调查打

击妨害治安事项、救护以及修治等涉及到警察制度

的诸多方面。随着公所的建立,东三省州、县地方的

警察制度也随之产生,并初步实现了维持治安、保卫

地方安宁的目标。客观上而言,东三省州、县地方警

察制度,体现了地方自治的基本含义。

  二、地方自治与近代警察制度结合的

成因

  “从制度变迁规律来看,任何一种新制度的创

建,总是与一定现实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需要相适

应 的,皆 有 其 现 实 的 和 动 态 发 展 变 化 的 原

因。”[4](P140)清末近代警政在地方的创建之所以与清

末地方自治紧密结合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

成因。
为应对国家衰落的危机,清末的政治变革应运

而生。在政治变革的过程中,地方自治思想及近代

警察制度的理念逐渐落地生根。随着地方自治思想

的传播和深入人心,清末地方自治运动在各地陆续

开展,其中较有成效的有直隶、东三省、天津等,其他

如上海、江苏等地也陆续尝试地方自治,有的建立自

治研究所或研究会宣讲自治的相关理论,“有的州县

则直接开办自治局或公益局,试办自治”[2](P93)。清

末各地方实行的地方自治,虽然形式、规模、实效不

一,但清查人口、划定区域等事项,都需要新式警察

提供支持,因此,可将创办新式警察,看作地方自治

的一项内容。日俄战争后,国人将日本取得战争胜

利归结于实施宪政的结果,进而要求清政府速行立

宪,以谋自强。清末高级官员也纷纷要求实行地方

自治,作为预备立宪的基础。因此,警察与地方自治

作为预备立宪的重要内容,在其后的警政建设中得

到了进一步结合。近代警察制度的创建一直贯穿于

清末的政治变革中。1912年2月,清王朝灭亡,清
末“新政”宣告失败,地方自治与近代警察制度建设

随之落下帷幕。
在构建近代警察制度初期,由于经验匮乏,清政

府缺乏对新式警察制度创建的整体规划和指导,中
央无统一性的管理全国警政的机构,地方亦无专门

性的警政管理机构,一般由各省督抚负责。警察管

理权的分散与不统一,使各省警政的发展规划呈现

出“随意性和无目的性”[5](P12),地方警政“办法既有

参差,名称复不划一,且有虽经具奏,并未实行者,于
警政之规制饷章均有窒碍”[5](P127)。1907年5月,清
政府设置巡警道以指导各省警政,但现实却是各省

督抚仍然掌控着警察权,民政部对警察的人事、行
政、经费等事项无决定权。虽然有呼吁加强民政部

对地方警政的决定权,提出统一各省规章及将地方

警政的人事权收归民政部等措施,但最后均未付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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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清末警察权的不统一,使得中央与地方之间

无法上下呼应,警令无法畅通,但这也为地方警政的

建设,提供了一个先行局部实践的机会。因此,地方

警政的创办结合了地方实际,具有了地方特色。如

直隶因为其地理位置及政治价值,其警政建设因为

当政者袁世凯的重视,开始较早并效果良好;东北地

区属边防重地,且由于处于特殊的政治环境下,警政

建设的成效也很可观;浙江省因为水路交通繁忙,水
上治安也颇为重要,为筹备水上巡警,便仿照直隶的

做法,采取官绅合办的方式,由当地士绅充当巡董筹

措费用。对此,王家俭先生认为,将“警察划归地方

行政事务,并以地方之财力办理地方之警政,以维护

地方之治安。这种政策,非仅减轻了中央财政的负

担,且也加重了地方的责任,而含有若干地方自治的

成分,实有可取之处”[6](P146)。
费孝通先生认为,自秦汉以来,士绅作为一个阶

层伴随着皇权出现,取代了先秦的贵族政治。士绅

阶层作为社会的精英,是官吏与民众的中介,对其所

在(出生)地区的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他们以财富

与家族纽带为依托,与政府权力之间形成亲密关系,
并在地方事务如治安、税收、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士绅利用政府无法控制整个社会的弱点,在基

层社会形成了非官方的地方控制系统———“绅权政

治”。其独立于官方的行政控制系统,对地方秩序的

稳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而在地方,士绅与

政府的合作程度,往往会影响到一个地方的安宁与

否。当政府腐败无能时,如果士绅及其家族利益得

不到保护,其就会产生与政府的离心力,使政府受到

地方势力的挑战,逐渐丧失对地方权力的掌控能力,
进而带来士绅权力的扩张。清末,由于清政府对地

方的掌控减弱,地方士绅的势力发展较为迅速,政府

职责和权威逐渐被地方士绅承担起来,由此形成了

一种独立于国家权力外的地方势力。这种地方势

力,在清末“新政”过程中,借助地方自治以及警察制

度的建设扩张更为充分。具体到地方警政建设过程

中,由于其资金往往需要各地自筹,在地方财政捉襟

见肘的情况下,只得依赖地方士绅通过对商品或农

产品征税以募得巡警所需费用。士绅也希望将其影

响力扩展到新的地方社会治安体系———警察制度构

建中,因为通过担任巡警队伍中的重要职位,他们可

以获得维持自身影响力和利益的机会,并借机扩大

话语权,参与到正式的权力支配层面。从警察制度

在地方创办的实践来看,一定程度上,士绅的参与度

往往会影响一个地方警政建设的效果。“在任何领

域———不管是教育、经济还是警政的改革,取得长远

的成功都依靠当地士绅的配合。”[3](P170)这也是袁世

凯、赵秉钧等人之所以秉持“官督绅办”建警理念的

直接原因。

  三、中国近代警察制度创建的历史功效

  清末地方警政的创建与地方自治的结合,是中

国迈向警政近代化的一次尝试,虽然在其中存在诸

多缺陷,如“机构不稳定、法规不健全、职能划分不

清、警察人员素质低下”[7](P366),但这次变革的积极

意义也不容忽视。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清末新

政在地方的开展,更奠定了我国近代警察制度的建

设基础。
清政府主要借助保甲制和绿营、团练来维持社

会治安,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机构行使治安权,基本上

是“沿袭明代旧制,于京师设置步军统领衙门和五城

兵马司指挥,兼管京师的警察事务……各省则以绿

营执行地方保安任务”[8](P298)。19世纪中后期,基于

旧的治安防控体系在当下失效的事实,清末统治者

急需建立新的治安体系,以维护巩固自身的统治。
这种需求,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很大程度上推动

了清末警察制度的创办。以湖南保卫局为例,湖南

保卫局的机构设置、机构权限划分不同于传统的治

安模式,而是仿照日本、美国警察局的设置,结合黄

遵宪“增民权”“促自治”的理念设计的。其组织体系

采取三级制,共设总局一个,分局五个,小分局30
所,另下设迁善所五处,负责轻微犯罪人员及无业游

民的安置和改造,由此形成了清晰的权责明确的组

织体系。其人事组织由官吏和士绅形成两套体系,
并承担不同的职责。不仅湖南如此,直隶作为地方

警政创建的典型,在总督袁世凯的稳步推动以及当

地士绅积极参与下,警察组织体系基本建立,警政建

设也初具规模。袁世凯首先在保定、天津试办警政。

1903年,袁世凯在天津周围的南皮、静海、庆云等五

县试办巡警,随后要求下属各府厅州县一体照办。

1906年,袁世凯设立省警务处,以指导直隶的巡警

建设。直隶下属大多数县都按照警务处设定的标准

和规章要求,根据治安需要设局(每局辖10000人左

右),局下三至四个区(每区辖3000人),并设巡官、
巡董、区长,以履行相应职责。至1907年,据不完全

统计,直隶省57个县的警察人数达15390人,平均

每个县约有270名警察 [3](P153),建立起了一支新式

警察队伍,构成了严密的警察网络。湖南保卫局及

直隶建警对其后的清末地方警政,尤其是州、县警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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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有着一定的影响。[9]其后,如广东省,是清末警

政创建效果较好的省份,“石城、佛山等处警察即采

官民合办方式;嘉应州、电白、揭阳则为官办;西洋和

水东圩等地则应商所需而设”[6](P71)。其他一些开办

警政的省份如山东、四川等省份亦纷纷仿效,或派员

到京师和天津警务学堂学习,或直接创立警务学堂,
地方警政建设由此获得了实质性进展。

亨廷顿认为,一个政府强大稳定与否,关键在于

其能否在完善政治制度化的速度与扩大群众参与水

平之间达到平衡,如果一个政府能在这两者之间求

得最佳值,使这两者能够相辅相成,就能有效地实施

国力资源的开发、社会财富的分配和权力象征的表

达等主要功能,也才能走上稳定的现代化发展道

路。[10](P3)这同样适用于评价清末地方自治实践。清

末清政府在最后十年的统治中,为强化已经严重弱

化的中央权威,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对于地方自治先

期在地方的实验持谨慎态度,直至宣布预备立宪后,
才转变为将地方自治作为实现宪政的手段,开始全

面规划推行地方自治。虽然清政府的本意是以地方

自治弥补“官治之不足”,要求地方自治“不得抵牾

国家之律”,“不得违抗官府之监督”;但在清政府的

推动下,各地纷纷为举办地方自治做准备,如调查人

口、划分区域、设立自治研究所等等。这些举措中的

多数内容为近代警政应有之义,客观上推动了近代

警政在地方的创建,也为地方自治提供了相对安定

的治安环境,为其开展奠定了基础。其后,随着各省

谘议局的设立,地方士绅通过代议机构逐渐参与到

地方政权中,打破了原有的地方政权由地主阶级把

控的局面,“使地方权力机构和政权功能发生了某种

程度的变化”[2](P199),对清末地方政治的革新有一定

的积极意义。
近代警察制度在清末的创建,是整个清末“新

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满足了当时中国社会部

分政治精英对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愿景,也在一定

程度上符合了历史发展的潮流。由于这种警察制度

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而实施的,因此,其注定难

以成功。今天,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时候,研究分

析清末地方自治和近代警察制度的建立,对我们警

察制度和法治的建设发展,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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